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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环境管制与企业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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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在于微观企业的减排行为.本文从清洁技术选择的视角构建了一个中间

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与生

产的合并数据,选取水污染的典型代表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和大气污染的典型代表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四种污

染物构建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综合指标进行检验.研究表明:与理论预期一致,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中

国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有助于企业减排.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通过中间品进口

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企业选择清洁技术进而实现减排.最后,本文

还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这一市场化改革对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具有补充作用.本文的研

究对中国推进贸易体制改革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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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２００１年末加入 WTO之后,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大力推进中间品贸

易自由化改革,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与经济快速增长[１].伴随着经济增长,国家对环境质量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污染防治被列为今后要重点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那么,中国大力推进的中间

品贸易自由化改革对污染防治的主体———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与此同时,近年

来,中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国内环境法制建设,相继出台了各种环境管制措施,对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

监管进一步规范化、严格化[２].然而,环境管制并非是免费的午餐,由管制带来的减排收益未必能完

全抵消管制成本,甚至可能会付出侵蚀生产资源和减缓经济增长的沉重代价[３][４].那么,中间品贸易

自由化这一市场化改革能否有效补充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进而减少政府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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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避免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 本文将进一步从市场和政府互动的视角对此进行扩展分析.
贸易与环境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和决策者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

早期的研究主要在宏观层面探讨进出口贸易究竟会如何影响一国环境.随着微观数据的逐步可得,
一些学者将贸易与环境问题的研究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于中间品进口的微观环境效应,理论上,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促使企业获得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中间品和内嵌于进口中间品中的知识溢出

影响企业环境绩效[５][６].实证中,Imbruno和 Ketterer以能源使用效率(能源使用强度的倒数)来间

接衡量企业的环境绩效,并采用印度尼西亚的数据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相比从

未进口的企业更高[７].郭树龙则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企业具有更

低的污染排放量[８].但其样本区间只有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不仅研究对象仅包括营业收入在２０００万

以上的大规模企业,而且难以捕捉中国２００１年末加入 WTO 后中间品进口大幅增加的重要事实

特征.
以上两篇实证文献均从中间品进口决策视角考察了进口中间品企业与未进口中间品企业之间的

环境绩效差异,但尚未从政府政策变动视角识别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因果效应.He
和 Wang利用中国数据,以企业所在两分位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系数与企业产出值的乘积来近似度量

企业的污染排放量,发现中间品关税下降有助于企业减排[９].然而,这一度量指标对于处于相同两分

位行业的企业主要捕捉的是其产出值的变化,难以真实反映企业的异质性污染排放行为.CherniＧ
wchan利用美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直接检验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中间品关税下降促进了美国制造业企业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排放的下降[１０].但受数据所

限,其分析使用的样本量仅几千个.与上述文献不同,本文使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企业层面多达３０万个

样本量的污染排放与生产合并数据,从政府政策变动视角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样本区间横跨中国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政策变动最大的时间段,能够从环境视角为事后评估中国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

的微观成效提供一个新的判别层面① .
与本文相关的另一支文献是关于政府环境管制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理论上,环境作为一种

典型的公共物品,对其进行保护需要政府实施积极、有效的管制措施来干预和影响企业的生产行为,
以减少污染排放[４].随着中国绿色发展观的提出与政府相关环境治理措施的出台,学者们开始关注

中国政府环境管制措施的有效性问题,且基本证实了环境管制对中国环境污染起到了明显的抑制效

果[１１][１２].除中国外,现有文献对美国的研究亦发现政府的环境管制能够显著降低污染排放[１３].与

上述专门考察政府环境管制与环境质量关系的文献不同,本文将环境管制纳入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

企业减排的分析框架中.作为政府的一种行政干预,环境管制可能会付出侵蚀生产资源和减缓经济

增长的高昂代价,本文将从市场和政府互动的视角,进一步扩展分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这一市场化改

革能否有效补充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进而以市场化激励机制实现行政干预的

减少.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第一,根据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

效应,从清洁技术选择的角度构建了一个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理论模型,为深

入理解和实证检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奠定理论基础;第二,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企业污染排放与生产的合并数据,从政府政策变动视角较为系统地给出了中间品

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影响的直接经验证据,不仅为现有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污染的

研究添加了来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微观证据,而且为事后评估中国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的微

观成效提供了一个新的判别视角;第三,进一步将政府环境管制纳入分析框架,扩展分析了市场导向

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对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的影响,从市场和政府互动的视

角加深了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减排效应的理解.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建立实证模型并

对变量、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报告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实证结果;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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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用机制检验;第六部分从市场与政府互动的视角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减排效应进行扩展分析;
第七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本文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清洁技术选择融入 Copeland和 Taylor的企业污染排放模型

中[１４],并根据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在理论上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通过企业清洁技术选择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同时,针对政府环境管制的高昂代价,扩展分析

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的补充作用.
(一)消费者行为

假定消费者需求由CES效用函数来表示:

U≡Q＝ ∫ω∈Ωq(ω)ρdω[ ]
１
ρ (１)

式(１)中,q(ω)表示消费者对产品ω的消费量;Ω表示产品种类集合,各类产品之间可以互相替

代,替代弹性为σ＝１/(１ ρ),０＜ρ＜１.
通过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则,可得消费者的最优消费量和最佳支出决策:

q(ω)＝Q p(ω)/P[ ] σ (２)

r(ω)＝R p(ω)/P[ ]１σ (３)

式(２)和(３)中,p(ω)表示产品 ω的价格,P＝ ∫ω∈Ωp(ω)１σdω[ ]
１

１σ表示总价格指数,R＝PQ＝
∫ω∈Ωr(ω)dω表示总收入.

(二)企业的生产与污染排放行为

企业生产需要投入三种要素:劳动力(l)、国内中间品(mD)和进口中间品(mI),在没有污染排放

的情况下,将企业i的生产函数设置成如下形式:

yi＝φili
μ mD

i
δ１
δ ＋mI

i
δ１
δ( )

δ
δ１(１μ) (４)

式(４)中,φ表示企业生产率,μ表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δ(δ＞１)表示国内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

之间的替代弹性.中间品生产需投入劳动力,生产函数为 m＝l.为简化,假定国内外工资率相等,并
标准化为１,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国内中间品价格为１;由于存在运输成本,进口中间品的价格为

τ(τ＞１),τ越小,表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企业会排放污染.由于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受制于政府的环境管制,此处表

现为企业需要为每单位污染排放支付排污税t(t＞０),因此企业有减排的动机.在有污染排放的情况

下,假设企业生产两种产品:工业品(xi)和污染排放物(ei).为了减少污染排放,企业会将一定比例的

生产要素(θi)用于减排,此时企业i关于工业品和污染排放物的联合生产函数为:

xi＝(１ θi)φili
μ mD

i
δ１
δ ＋mI

i
δ１
δ( )

δ
δ１(１μ) (５)

ei＝v(θi,gAi)φili
μ mD

i
δ１
δ ＋mI

i
δ１
δ( )

δ
δ１(１μ) (６)

式(５)中,０≤θi＜１.式(６)中,gAi表示企业的清洁技术,企业选择越多的清洁技术,其污染排放越

少.式(６)表明,企业的污染排放量与其生产规模和减排努力程度有关.本文借鉴Cui的思路[１５],假
定企业可以通过选择清洁技术来实现减排,为此,将标准的减排函数扩展为:

v(θi,gAi)＝
(１ θi)１/α

z(gAi)
(７)

式(７)中,０≤θi＜１,０＜α＜１,gAi≥０,z′(gAi)＞０,z(０)＝１决定了给定产出规模时企业的污染排放

水平.
由式(６)和(７)推导出(１ θi)并代入式(５),可得企业工业品xi 的生产函数:

xi＝ z(gAi)ei[ ]α φili
μ mD

i
δ１
δ ＋mI

i
δ１
δ( )

δ
δ１(１μ)

[ ]１α (８)
给定劳动力价格(１)、国内中间品价格(１)、进口中间品价格(τ)、污染排放价格(t)和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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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由成本最小化原则可以计算得到企业i的成本函数:

Ci＝κ t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１＋τ１δ( )
(１μ)(１α)

１δ φi
(１α)xi (９)

式(９)中,κ为大于０的常数.式(９)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选择更多的清洁技术来降低污染排

放,从而减少污染成本.
根据垄断竞争市场特征,企业以一个固定的成本加成定价,此时企业i的定价函数为:

pi＝
MC

１ １/σ＝
σ

σ １κ
t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１＋τ１δ( )
(１μ)(１α)

１δ φi
(１α) (１０)

结合消费者需求函数式(２),可推导出企业i的利润函数:

πi＝
t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１＋τ１δ( )
(１μ)(１α)

１δ φi
(１α){ }

(σ１)

B (１１)

式(１１)中,B≡ κ(σ１)σσ(σ １)σ１R[ ]/P(σ１)＞０.
(三)企业的清洁技术选择行为

企业可以通过选择清洁技术来降低污染排放,从而减少支付的污染排放税.根据经验事实和现

有文献,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清洁技术选择产生成本减

让:第一,种类效应.中间品进口扩大了企业可使用和选择的中间品种类,有助于企业获得与清洁技

术相匹配的中间品,降低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的成本[１６].第二,质量效应.企业进口的中间品往往体

现了国外的高技术水平,代表着更高的产品质量,而高质量的中间品投入有助于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进

行技术升级,降低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的成本[１７].第三,知识溢出效应.进口中间品内嵌着国外先进的

知识、技术和信息等要素,这会对企业清洁技术选择产生知识溢出,而知识溢出促进了企业知识积累,有
助于降低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的成本[１８].基于此,本文将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的成本函数表示成如下形式:

v(gAi,τ)＝h(gAi)f(mI
i) (１２)

式(１２)中,h()表示没有中间品进口成本减让效应下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的成本,满足h′()＞
０,h(０)＝０;f()表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的成本减让,满足f′()＜０,即中间品进口

越多,对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的成本减让越大.
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的决策取决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相对大小,两者分别为:

MRgAi
＝

∂πi

∂gAi
＝(σ １)α １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z′(gAi)πi (１３)

MCgAi
＝
∂v(gAi,mI

i)
∂gAi

＝h′(gAi)f(mI
i) (１４)

进一步地,对式(１３)和(１４)关于进口中间品价格τ求偏导:

∂MRgAi

∂τ ＝(σ １)α １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z′(gAi)πi′(τ)＜０ (１５)

∂MCgAi

∂τ ＝h′(gAi)f′(mI
i)mI

i′(τ)＞０ (１６)

式(１５)和(１６)意味着,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提升即进口中间品价格τ下降,会提高企业选

择清洁技术的边际收益,降低企业选择清洁技术的边际成本,继而促使企业选择更多的清洁技术,
即gAi′(τ)＜０.

(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环境管制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

本文感兴趣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减排,为此,运用谢泼德引理对企业成本函数式

(９)关于排污税t求偏导,可得企业i的污染排放强度函数:

ei

xi
＝ακt(１α) １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１＋τ１δ( )
(１μ)(１α)

１δ φi
(１α)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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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式(１７)关于进口中间品价格τ求偏导:

∂(ei/xi)
∂τ ＝ α２κt(１α) １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１

z′(gAi)gAi′(τ)１＋τ１δ( )
(１μ)(１α)

１δ φi
(１α)＋

(１ μ)(１ α)ακt(１α) １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１＋τ１δ( )
(１μ)(１α)

１δ １τδφi
(１α)＞０ (１８)

式(１８)表明,进口中间品价格τ下降会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反映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

企业减排.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激励了企业选

择更多的清洁技术,促进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由此可得本文的假设１:
假设１: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企业减排.
同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受制于政府的环境管制,即:

∂(ei/xi)
∂t ＝ (１ α)ακt(２α) １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１＋τ１δ( )
(１μ)(１α)

１δ φi
(１α)＜０ (１９)

式(１９)显示出政府征收的排污税提高会倒逼企业进行更多的污染减排.那么,作为一种市场化

改革,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这一企业减排效应有何作用? 为此,对式(１９)关
于τ求偏导:

∂
∂(ei/xi)

∂t
æ

è
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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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τ＝(１ α)α２κt(２α) １

z(gAi)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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ê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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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ú

α＋１

z′(gAi)gAi′(τ)１＋τ１δ( )
(１μ)(１α)

１δ φi
(１α)

(１ μ)(１ α)２ακt(２α) １
z(gAi)
é

ë
êê

ù

û
úú

α

１＋τ１δ( )
(１μ)(１α)

１δ １τδφi
(１α)＜０ (２０)

由式(２０)可知,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带来的进口中间品价格τ越低,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受政

府环境管制的约束力越小.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企业选择更多的清洁技术,促进企业污染排放

强度下降,这使得企业在没有政府环境管制的倒逼作用下也能够实现清洁生产与绿色增长,意味着中

间品贸易自由化这一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补充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由此可得本

文的假设２:
假设２: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这一市场化改革对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具有补充

作用.

三、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第二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将基准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lneiijt＝α０＋α１inputtariffjt＋γX＋μi＋vt＋εijt (２１)
式(２１)中,下标i、j和t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eiijt表示行业j中企业i的污染

排放强度.inputtariffjt表示企业所处行业j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用中间品关税率来衡量.中

间品关税率越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预期其估计系数α１＞０.X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μi

和vt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εijt表示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选取和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由于环境污染是多种污染物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构造

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综合指标来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具体地,参照傅京燕和李丽莎

关于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标的构建方法[１９],选取水污染的典型代表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和大气污

染的典型代表工业废气、二氧化硫四个单项指标来构建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综合指标.首先对各单

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然后对各单项指标进行调整,即给每个企业的各单项指标赋予

不同的权重,以捕捉各企业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最后根据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权重,构建企

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综合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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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it＝∑s Ws
it×UEIs

it( ) (２２)
式(２２)中,UEIs

it表示采用极差标准化变换后企业i污染物指标s的标准化值;Ws
it表示各单项指

标的权重,为企业i污染物s的单位产出排放量与该污染物单位产出排放量的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

ei越大,代表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越大.

２．核心解释变量: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一致[１],本文采用中间品关税率来

测度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指标(inputtariff).首先将 HS８位编码产品的进口关税率匹配到中国国民经

济四分位行业层面,获得各四分位行业的最终品关税率(outputtariff);其次以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各行

业的中间投入份额为权重对最终品关税率进行加权平均,进而获得各行业的中间品关税率② .企业

所处行业的中间品关税率越低,表明该行业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

３．控制变量.企业层面包括如下变量:(１)企业生产率(tfp),采用 LevinsohnＧPetrin(LP)半参数

估计法进行测算;(２)企业年龄(age),用企业所处年份减去开业年份加１后取对数来度量;(３)政府补

贴(subsidy),用企业政府补贴额加１后取对数来测度;(４)融资约束(finance),用SA 指数来衡量,本
文将其绝对值取对数来测算;(５)资本密集度(kl),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与就业人数的比值取对数来

表示;(６)国有化程度(state),用企业国有或集体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来测算.行业层面包括如下

变量:(１)赫芬达尔指数(hhi),用行业内企业市场份额的平方和来计算;(２)外资自由化程度

(foreign),计算公式为foreignjt＝ ∑i∈jfsit×yit( )/ ∑i∈jyit( ) ,其中fsit表示行业j中企业i外商资本(包
括港澳台和非港澳台外商资本)的份额,yit表示企业i的实际总产值.

(三)数据

本文的分析主要涉及三类关键数据:企业层面的污染排放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

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简称“污染库”),统计对象为排污量累计占各地区排污总量８５％以上

的工业企业;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简称“工企

库”),统计对象为全部国有以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年销售额在５００万人民币以上);产品层面的进

口关税数据,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的数据来自 WTO,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出于研究目的,本文将污染库与工企库进行合并.合并之前对工企库进行如下预处理:第一,统

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和地区行政代码;第二,依次使用企业法人代码、企业名称、法人代表姓名、
地址等信息逐年滚动匹配以识别同一家企业;第三,剔除总产值、销售额、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固定

资产合计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缺失、为负值或为零值的制造业样本,剔除从业人数缺失和小于

８的制造业样本.在此基础上,首先使用企业法人代码加年份对两个数据库进行合并,然后使用企业

名称加年份进行合并.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１中的第(１)和(２)列报告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估计结果.从中可

知,不管是否纳入控制变量,中间品关税率(inputtariff)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而中间品关税率越低,代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这说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降

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有助于企业减排.中间品关税减让增加了企业对中间品的进口,在中间

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作用下,会对企业清洁技术选择产生成本减让,激励

企业选择更多的清洁技术,从而促使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本文的假设１得到了较好验证.
(二)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检验

本文将行业层面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指标对企业层面的污染排放强度进行回归,通常而言企业

层面变量对行业层面变量的影响较小,因此本文存在逆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较小.但考虑到遗漏某

些同时影响两者的非观测变量也可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本部分将采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处理中间

品贸易自由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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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计量结果

基准回归 考虑内生性

IV:Beaulieu(２０００) IV:滞后一期

(１) (２) (３) (４)

inputtariff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１９７∗∗∗

(３．１６) (４．２０) (２５．０６) (１９．２６)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ＧPaap
rkLM 统计量 ２．０e＋０４∗∗∗ １．１e＋０４∗∗∗

KleibergenＧPaap
WaldrkF统计量

５．３e＋０５
{１６．３８}

２．２e＋０４
{１６．３８}

R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９
N ３１９６５０ ３０５５８２ ２７９００５ １８８１４７

　　注:表中圆括号内为行业层面聚类标准误的t统计量(内生性部分为稳健标准误的t统计量);KleibergenＧPaap统计量中花括号
内的数值为StockＧYogo检验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水平,下表同.

　　本文工具变量的构造主要参考Beaulieu的方法[２０],其构造依据主要为:一方面,基于贸易保护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各行业的关税率水平取决于其主要的行业特征,因此可以通过对各行业关税率关于

这些主要行业特征的横截面回归获得各行业关税率的拟合值;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协定书承诺的关税

率水平事前就已经确定,基于此构造的工具变量能够较好地满足外生性.工具变量的具体构造方法

为:第一,以２００１年各行业的最终品关税率为被解释变量,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各行业的总产值、销售

额、就业、工资等关键行业特征变量的变化率进行横截面回归,获得２００１年各行业最终品关税率的拟

合值.第二,根据中国入世协定书承诺的关税率水平计算各年关税减让的变化率,结合２００１年各行

业最终品关税率的拟合值推算得到随后年份各行业最终品关税率的拟合值.这些拟合值与２００１年

之前的实际值构成了最终品关税率的工具变量.第三,以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中间投入份额

为权重对最终品关税率的工具变量进行加权平均获得各行业中间品关税率的工具变量.
表１中的第(３)列给出了相应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SLS)估计结果.从中可知,KleibergenＧ

PaaprkLM 检验在１％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零假设,KleibergenＧPaapWaldrkF统计

量大于StockＧYogo检验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工具变量是弱识别的原假定,这些说明工具变

量与潜在的内生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第(４)列还以现有文献中普遍采用的解释变量滞后一

期项作为工具变量,此工具变量仍通过了识别不足和弱识别检验.以上反映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

是较为合理的.在考虑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

１．分样本.第一,考虑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减排行为可能会产生不同

的影响,本部分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国有、私营和外资三类企业,这三类企业的估计结果见表２中的

第(１)~(３)列.从中可以看到,中间品关税率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不因企业所有制类型的不同而发生较大变

化.进一步比较估计系数后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私营企业的减排作用最大,外资企业次之,国
有企业最小.

第二,由于不同行业的要素构成存在较大差异,其下属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可能会对中间品贸易

自由化产生异质性反应.为此,根据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均值将样本划分为资本密集度较高行业和较

低行业两类企业,表２中的第(４)和(５)列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两列回归中,中间品

关税率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本文关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企业减排的核心结论对资

本密集度较高和较低行业的企业均成立.进一步比较估计系数后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更大程度

地促进了资本密集度较高行业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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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分样本的计量结果

企业所有制 行业资本密集度 地理区位

国有 私营 外资 高 低 东部 中西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inputtariff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９１∗∗∗

(２．６８) (５．２２) (３．７７) (３．６２) (２．８９) (４．５４) (２．９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４
N ９４５３０ １７０９２３ ４０１２９ １４８７１８ １５６８６４ １８００６３ １２５５１９

　　第三,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进程差异可能会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减排效应

产生影响,有鉴于此,表２中的第(６)和(７)列进一步给出了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类企业进行估

计的回归结果.从中可知,无论是东部地区企业,还是中西部地区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均能够显

著降低其污染排放强度,本文的核心结论较为稳健,且对两地企业减排的促进作用差异不大.

２．指标变换.一方面,上文根据就近原则主要采用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来

测算相应区段的中间品关税率,此处为了固定投入权重采用２００２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各行业中间品关税率进行测算,表３中的第(１)列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另一方面,傅京燕和李

丽莎在构造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标时采用固定的调整系数,即将样本期内企业各污染物指标调整系

数的平均值作为企业该污染物指标的固定调整系数[２２],表３中的第(２)列亦采用固定调整系数对企

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综合指标进行测度.估计结果显示,更换指标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仍显著降低了

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本文的假设１依旧成立.
　表３ 指标变换、控制最终品关税率和剔除异常值的计量结果

指标变换 控制最终品关税率 剔除异常值

核心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前后１％ 前后５％

(１) (２) (３) (４) (５)

inputtariff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７６∗∗∗

(４．６３) (４．３４) (３．３３) (４．２３) (３．６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R２ ０．０９３ ０．２５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５
N ３０５５８２ ３０５５８２ ３０５５８２ ２９９７０３ ２７５５６９

　　３．控制最终品关税率.上文在探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时均未控制最

终品关税率,而最终品关税率下降带来的竞争效应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２１].出于稳健性

考虑,此处将行业最终品关税率纳入基准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表３中的第(３)列.从

中可知,在控制最终品关税率下降带来的竞争效应之后,中间品关税率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估计系

数并未发生较大改变,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４．剔除异常值.异常观测值可能会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本文进一步分别剔除了企业污染排放

强度前后１％和５％的观测值.如表３中的第(４)和(５)列所示,本文的核心结论并未受到异常观测值

的较大干扰,在剔除异常观测值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仍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五、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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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促进企业清洁技术选择,进而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接下来,参照 Kee和 Tang的思路[２２],本
文将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３SLS)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减排的这一可能传导机制进行验证.

(一)指标度量和模型设定

１．中间变量测度:企业清洁技术进步(gtp).本文采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比重来测度企业清洁技

术进步,该数据来自中国专利数据库.

２．中间品进口效应的度量.(１)种类效应(varity):采用历年各行业进口中间产品的种类数进行

测度,该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③ .(２)质量效应(quality):采用历年各行业进口中间产品的质量

进行度量,其中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主要借鉴 Hallak和Schott的事后推理方法来计算[２３],数据来自中

国海关数据库.(３)知识溢出效应(spillover):计算公式为spilloverjt＝∑[imjdt/gdpdt( )rdsdt].其中,

imjdt表示行业j在t年从d国进口的中间品总价值量;gdpdt表示d国在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rdsdt表

示d国在t年的研发存量,用永续盘存法即rdsdt＝(１ ν)rdsdt１＋rddt进行计算,rddt表示d国在t年的

研发支出,ν表示研发资本折旧率,取５％.各行业进口中间品价值量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各国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研发支出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

３．模型设定.借鉴 Kee和 Tang的做法[２２],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３SLS)对以下５个联立

一阶差分模型进行估计④ ,以检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

出效应促进企业清洁技术选择进而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

Δlnvarietyjt＝α１
０＋α１

１Δinputtariffjt＋v１
t＋ε１

jt (２３)

Δlnqualityjt＝α２
０＋α２

１Δinputtariffjt＋v２
t＋ε２

jt (２４)

Δlnspilloverjt＝α３
０＋α３

１Δinputtariffjt＋v３
t＋ε３

jt (２５)

gtpijt＝α４
０＋α４

１Δlnvarietyjt＋α４
２Δlnqualityjt＋α４

３Δlnspilloverjt＋v４
t＋ε４

ijt (２６)

Δlneiijt＝α５
０＋α５

１gtpijt＋γΔX＋v５
t＋ε５

ijt (２７)
式(２３)~(２５)用于检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否产生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

出效应;式(２６)用于检验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能否促进企业选择清洁技

术;式(２７)用于检验企业选择清洁技术能否带来污染排放强度下降.根据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可以

预期,式(２３)~(２５)中中间品关税率的估计系数α１
１、α２

１ 和α３
１ 小于０;式(２６)中中间品进口三个效应的

估计系数α４
１、α４

２ 和α４
３ 大于０;式(２７)中企业清洁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α５

１ 小于０.
(二)检验结果

表４给出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减排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⑤ ,其中,第(１)~(３)列分别为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第(４)列为中间

　表４ 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Δlnvariety
(１)

Δlnvariety
(２)

Δlnspillover
(３)

gtp
(４)

Δlnei
(５)

Δinputtariff ０．１９３２∗∗∗ ０．０２６７∗∗∗ ０．１８７２∗∗∗

(５９．０７) (２８．９４) (４２．９９)

Δlnvariety ０．０４５６∗∗∗

(１３．０９)

Δlnquality ０．０７２６∗∗∗

(１０．５２)

Δlnspillover ０．０３８８∗∗∗

(１３．４５)

gtp １６．９９２８∗∗

(２．４２)
控制变量 是

年份 是

R２ ０．０６５
N １３７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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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与企业清洁技术选择的估计结果;第(５)列为企业清洁

技术选择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估计结果.由第(１)~(３)列可知,中间品关税率对中间品进口的种

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与预期一致,表明中间品关税率下降能够

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中间品以及内嵌于进口中间品中的知识溢出.第(４)列的估计结

果显示,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清洁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正,反映出中间品进口的三个效应对企业清洁技术选择均产生了成本减让,有助于企业选择更多的清

洁技术,符合预期.如第(５)列所示,企业清洁技术进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
说明企业选择更多的清洁技术能够显著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与预期吻合.上述整个联立方程系统的

估计结果意味着,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企

业选择清洁技术,进而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从而较好地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机制.

六、环境管制的进一步讨论

上文已经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减排之间的关系,尚未考虑企业的污染减

排行为还受政府环境管制的约束.政府的环境管制在带来污染减排的同时也可能会付出侵蚀生产资

源和减缓经济增长的高昂代价.那么,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这一市场化改革能否有效补充政府环境管

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从而通过市场化激励机制减少行政干预,避免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呢?
本部分进一步将政府环境管制纳入分析框架对假设２进行检验,这可以从市场和政府互动的视角加

深对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减排效应的理解.为此,在基准模型式(２１)的基础上加入环境管制指标及其

与中间品关税率的交互项,设置以下扩展模型:

lneiijkt＝α０＋α１inputtariffjt＋α２erk(j)t＋α３inputtariffjt×erk(j)t＋γX＋μi＋vt＋εijkt (２８)
式(２８)中,k表示地区.erk(j)t表示环境管制指标,本文分别采用地区层面征收的平均排污费和

行业层面实施的清洁生产标准两个指标度量.其中,前者参照原毅军和耿殿贺的做法[１１],采用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中国环境年鉴»中各省区政府征收的排污费总额除以缴纳排污费的企业数目来测

度⑥ ;后者根据环保部制定的«清洁生产标准目录»,若某行业受到清洁生产标准规制,则定义该行业

为受环境管制行业,否则为不受环境管制行业.inputtariffjt×erk(j)t表示中间品关税率与环境管制指

标的交互项,是本部分关注的核心变量,若其估计系数α３＜０,则说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补充政

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
表５报告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环境管制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１)和(２)列

采用地区层面的平均排污费作为政府环境管制的代理变量对式(２８)进行估计;第(３)和(４)列则采用

行业层面的«清洁生产标准目录»来衡量政府的环境管制.由表５可知,无论采用何种政策指标来测

度环境管制,政府实施的环境管制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

　表５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环境管制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计量结果

环境管制(地区) 环境管制(行业)

(１) (２) (３) (４)

inputtariff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７４∗∗∗

(３．３４) (４．４２) (２．４６) (３．５２)

inputtariff×er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８０∗∗∗

(３．７６) (３．９５) (２．７０) (３．２３)

er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６６５∗∗ ０．１３３３∗ ０．１６６０∗∗

(２．２２) (２．３９) (１．７２) (２．３４)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R２ ０．０８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５
N ２６７７３４ ２５６８９９ ３１９６５０ ３０５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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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有效补充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这意味着在深化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可以更多依托诸如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这类市场化激励机制来减少政府对环

境领域的行政干预,避免行政手段可能付出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的高昂代价,本文假设２得证.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２０１７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按照党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三年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

战,污染防治即为其中之一,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在于微观企业的减排行为.本文根据中间

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从清洁技术选择的视角构建了一个中间品贸易自由化

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将环境管制纳入分析框架,探讨了“市场之手”的中间品

贸易自由化对“政府之手”的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减排效应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最新

可获得的企业层面污染排放数据与工业企业生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１)与理论预期一致,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

论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２)采用３SLS进行的机制检验表

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中间品进口的种类效应、质量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了企业选择清洁技

术,进而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３)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这一市场化改革对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

的企业减排效应具有补充作用,这意味着在环境治理方面中国可以依托市场化激励机制来减少行政

干预,提高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总的来说,本文证实了中国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减排,这不仅为现有中间

品贸易自由化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增添了来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微观证据,而且对于新时期

中国推进贸易体制改革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政府应继续推进和深化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引导企业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中间品进口战略.虽然中国在２００１年末加入

WTO之后已大幅削减了中间品关税率,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较高.因此,政府应继续实施和改善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政策,可以根据行业特征实施差别化策略,对于中间品关税率仍较高的行业进一步

削减中间品进口关税,而对于中间品关税率较低的行业,则将重点放在降低非关税壁垒方面,如减少

中间品进口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制度性成本,推动中间品进口的便利化.此外,政府也应着力构筑贸易

交易平台,定期举办兼具展销与物流集散功能的大型国际进口博览会,拓宽国内企业获取国外中间品

信息的渠道,促使国内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国外先进的技术与产品,从而提高国内企业对国外多

元化、高质量和内嵌先进知识、技术、信息要素的中间品进口,以此推进国内企业生产模式的绿色升

级,助力中国打好、打胜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二,政府应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提高企业对包

裹于国外中间品中先进知识技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企业学习、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知识技术的能

力是其通过进口中间品提升生产与环境绩效的关键.有鉴于此,政府一方面应助力企业提高研发投

入力度,拓宽企业投入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应构建企业人力资源共享网

络,促进企业间人才的沟通、交流与学习,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知识存量,进而提升其对国外先

进知识技术的吸收能力.第三,鉴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有效补充政府环境管制倒逼形成的企业

减排效应,政府应以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改革为契机,依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这一市场化减排激励机制

来积极调整和优化环境管制政策,减少对环境领域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避免资源浪费与经济损失.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陈登科关注了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２１].
②此处考虑到行业间投入产出结构可能会随时间变化,根据就近原则,在测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中

间品关税率时分别使用了１９９７年１２４个部门、２００２年１２２个部门和２００７年１３５个部门的中国投入产出表.由于这些投入产出表的
行业分类标准接近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三分位水平,本文测度的中间品关税率主要就在三分位行业水平.

③由于海关数据库的可得年份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间品进口三个效应指标的测度年份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
④采用一阶差分模型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清洁技术进步本质上是企业清洁技术水平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形式,此处采用一阶差

分模型更为适宜;另一方面,３SLS无法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与 Kee和 Tang的做法相一致[２２],先进行一阶差分以剔除个体固定效应.

９９



⑤相较于基准样本,此处机制检验样本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间品进口三个效应指标的测度年份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二是
一阶差分模型使得上一期不存在的企业样本会被剔除.

⑥由于２００２年«中国环境年鉴»缺失相关数据,本文计算的各省区平均排污费指标不包括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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